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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孩子”还是“救救父亲”？ 

——从鲁迅小说中“孩子”命运看其对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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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救救孩子”的呐喊者，他的小说，以令人震惊的笔触描写了孩子们的悲惨命

运和精神病苦。鲁迅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在思考“救救孩子”这一问题时，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刻和

远见。他将造成这些病态孩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归结到旧的家庭关系和父子关系。他指出，要“救救孩子”，使

“人之子”立人，首先是父亲要成为“觉醒的人”和“人”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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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

—自然也是“人之子”。(鲁迅《随感录四十》)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

要“人”之父。(鲁迅《随感录二十五》) 
从上个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

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发出“救救孩子”的呐

喊，到“文革”结束时，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呼吁

“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再到近年来关于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问题的一再讨论，说明将近

一个世纪以来，“救救孩子”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为

什么“救救孩子”的历史任务如此艰难？“救救孩子”

这一命题是否还存在一个未必自明的前提：谁来救孩

子？谁有资格救孩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笔者常常

想起阅读鲁迅小说时的种种体验和困惑：鲁迅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喊出“救救孩子”的人，但他的小说中

几乎没有“被救”的孩子，他小说中的孩子不是病死，

就是倍受摧残和折磨，或者作毫无意义的“看客”。鲁

迅小说对孩子命运的描写阴暗而绝望，实在让人感到

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和震惊。他在《狂人日记》中发

过这样的疑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

孩子……。”但在他的第三篇小说《药》中的小栓却偏

偏就是一个“吃人”的孩子，而且是在他父亲的帮助

下“吃人”的，尽管小栓自己还是难免一死。这不就

证明了“狂人”的断言：“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

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为什

么不给他笔下的孩子一条生路呢？鲁迅小说中孩子的

“病”和“死”，究竟有着哪些深层的象喻和指向呢？

他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时，是怎样思考其解救

之道的呢？ 

综观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救救孩子”

是他“立人”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把他“救

救孩子”的呐喊放到他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体系中

去，才能全面地理解其深刻内涵和实现途径。“救救孩

子”作为现代文学反对封建礼教吃人的主题，虽然是

在 1918 年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提出来的，但鲁迅对

这一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从在仙台医专时，由“幻

灯片事件”引发的思考，到 1907 年写的《文化偏至论》

中“立人”思想的形成，始终贯穿着鲁迅对国人的精

神、个性的观察和思考。他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

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

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鲁迅终其一生的精神探

索和文学创作，都没有偏离这一主线。他“救救孩子”

的呐喊及其对孩子“病因”的分析、判断，对“人”

之父的呼唤，都显示了他的深刻和远见。 
本文试图通过对鲁迅小说中孩子和父亲形象的分

析，并与他早期论文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进行

互证，来解读其小说中孩子和父亲形象中所隐含的以

“个性”和“精神”为内涵的“立人”思想、国民性

批判、启蒙和自我启蒙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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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和父亲 
 

在鲁迅的全部 34 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呐

喊》14 篇，《彷徨》11 篇，《故事新编》8 篇)中，有

17 篇描写了孩子的各种生存境况及其父子关系，现将

这 17 篇小说中的孩子及其相关内容列成表 1。 
通过对鲁迅以上 17 篇小说的分析，发现有以下几

个显著的特点值得深思：第一是小说中描写的孩子数

量之多。在鲁迅的全部 34 篇小说中，虽然以孩子为主

角的只有《怀旧》《社戏》《铸剑》等 3 篇，但那些大

量的看起来似乎不经意地对孩子生存境况的描写，在

他的整个小说中占了如此多的分量，说明他对孩子命

运的关切和思考；第二是孩子命运之悲惨和前途之暗

淡。除了《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中的

孩子以外，其余不是在街头巷尾充当小“看客”，就是

倍受父亲和私塾老师的折磨，或者丧命；第三是小说

中“父亲”之麻木可憎。鲁迅的这 17 篇小说中几乎没

有一个“合格”的父亲，即鲁迅所说的“‘人’之父”

或“觉醒的人”。 
(一) 孩子 

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四类：第

一类是在《狂人日记》《孔乙己》《长明灯》《示众》《孤

独者》中描写的小“看客”们。他们要么远远地站在

“狂人”前面，同赵贵翁一样铁青着脸，唧唧喳喳地

议论“狂人”；要么就分食了孔乙己那几颗茴香豆，在

笑声里走散，然而也忘记了曾经给予他们“快乐”的

孔乙己(《孤独者》中的大良、二良也是此类)；要么

以能给《长明灯》中那个“疯子”头上暗暗地放上两

片稻草叶为乐；再要么就拥挤在老“看客”们的腿前

胯下，兴致勃勃地观赏“囚犯”。这类小“看客”们点

缀在那些老“看客”中间，那种强烈的猎奇心态虽然

不失为一种儿童天性的流露，但那种在“狂人”身前

身后探头探脑的举动总是令人心里不快。况且就他们

在观赏别人时的那种麻木冷漠、毫无同情心而言，又

何尝不是那些老“看客”们的绝佳传人。鲁迅在批判 
 

表 1  鲁迅小说中的孩子 

小说名称 孩子姓名或称呼 孩子的角色 孩子的命运 孩子的父亲 

《怀旧》 “余” 受害者 未知 未交待 

《狂人日记》 “一伙小孩子” “看客” 未知 未交待 

《孔乙己》 “我和邻舍孩子” “看客” 未知 未交待 

《药》 小栓 “吃人者”、患者 病死 华老栓 

《明天》 宝儿 患者 病死 已死 

《风波》 六斤 受害者 裹脚 七斤 

《故乡》 
“我”、宏儿、水生、少

年闰土 
快乐的孩子 

“我”和宏儿：离开

故乡。水生：未知。

少年闰土：“辛苦麻

木”的中年闰土。 

“我”的父亲：已死；水

生之父：中年闰土；少年

闰土之父：我家一个短工

(即“忙月”) 

《兔和猫》 “孩子们” 快乐的孩子 未知  

《鸭的喜剧》 “孩子们” 快乐的孩子 未知 仲密 

《社戏》 
“我”和双喜、桂生、阿

发等 
快乐的孩子 未知 未交待 

《祝福》 阿毛 受害者 被狼吃掉 贺老六(病死) 

《幸福的家庭》 “孩子” 受害者 未知 “幸福的家庭”的幻想者

《肥皂》 学程、秀儿、招儿 受害者 未知 四铭 

《长明灯》 “孩子们” “看客” 未知 未交待 

《示众》 

卖馒头的胖孩子、戴小布

帽的小学生、戴硬草帽的

学生、老妈子抱着的孩

子。 

“看客” 未知 未交待 

《孤独者》 
大良、二良、街上看见一

个很小的小孩 
“看客” 未知 房东 

《铸剑》 眉间尺 复仇者 为父报仇而自杀 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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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的劣根性时也没有忽视表现在孩子身上的这 些
可怕的惰性“遗传”。我们甚至能感觉到鲁迅在描写这

些孩子的举动时，那隐藏不露的憎恶和愤怒。然而，

鲁迅描写这些小“看客”的用意绝不至于此。如果说

“狂人”作为启蒙者，他深知那些老“看客”们因为

已经吃了人而不可救药。“但是小孩子呢？那 时侯，

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

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2]  
“狂人”“怕”什么呢？是什么教他“纳罕而且伤心

呢”？这些疑问在时隔一年之后的《药》中，鲁迅自

己作了回答，那就是启蒙者不但不被理解，而且要被

他所救的人吃掉的悲剧命运。然而让“狂人”更为伤

心和困惑的是，这些还未吃过人的、唯一有希望被救

的孩子们，何以也“想害我”呢？“狂人”思考所得

的结果，在小说中有两处基本一致的表述：一是“我

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二是“他的年纪，比

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

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

恶狠狠的看我。”这里，“狂人”在探索孩子的“病因”

时，无疑是将症结指向了他们的父亲。笔者以为这就

是《狂人日记》在提出“救救孩子”的命题时，思考

得更为深刻的地方。第二类是《怀旧》《药》《明天》

《风波》《祝福》《幸福的家庭》《肥皂》《铸剑》等 8
篇小说中的“受害者”孩子形象。他们有的(如《怀旧》

中的“余”、《风波》中的六斤、《幸福的家庭》中的“孩

子”、《肥皂》中的学程、秀儿、招儿)从精神到肉体倍

受摧残，有的(如《药》中的小栓、《明天》中的宝儿、

《祝福》中的阿毛、《铸剑》中的眉间尺)干脆丧命。

鲁迅给他小说中的孩子安排这样一个阴冷而绝望的结

局，颇值得我们深思。不用说小栓和宝儿是病死的，

即使就这 12 篇小说中的全部孩子而言，那也是一种病

态的生活。“病”和“死”成了他小说中孩子生存状态

的一个整体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这些小说

不也是在揭示孩子们身上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

意吗？想一想《怀旧》中的那个连在梦里都要遭打的

孩子，以练八卦拳为“庭训”的学程，或者捧着 18
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六斤……我们就

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长大以后不又是一个个四铭、九

斤老太、七斤嫂和中年闰土。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生命

的“停顿”、近似“灭亡的路”[3](132)。第三类是《故

乡》中的“我”、宏儿、水生、少年闰土和《兔和猫》

《鸭的喜剧》《社戏》中的“快乐的孩子们”。这些“快

乐的孩子们”，是鲁迅小说中唯一天性未泯的一群。他

们看见小兔子就“笑得响”，发现蝌蚪生了脚就高兴。

他们陶醉于百草园的草虫鸣鸟、水乡月夜的渔火、罗

汉豆，他们幻想着戏台上出现“蛇精”“跳老虎”。这

类孩子和前面两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是“父亲”

在他们生活中的缺席。《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中“父亲”未曾出场，《故乡》虽写了“父亲”，但“孩

子们”快乐的生活场景中也是没有“父亲”的身影的，

一旦“父亲”在场，“孩子”也就失却了应有的活泼天

性，正如闰土从身后拖出来的水生。二是他们的快乐

是以“自然”为背景的，这个背景中，无论是小兔子、

鸭、蝌蚪等动物，还是百草园、河船、渔火，它们都

代表了一种与家庭、私塾、街道、广场等不同的生存

空间和价值取向。后者压抑、桎梏了孩子的自然人性，

从而使他们的成长变为生命的“停 顿”、重复、堕落

甚至死亡；而前者则与孩子们的天性相映成趣，为他

们的成长平添了一方自由的乐土，为他们幼小的心灵

提供了一个幻想的天堂。这种“自 然”，在鲁迅的笔

下，不仅是一种生存环境，更是一种新的生命状态、

人伦关系的象征，也是“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

露，时时萌蘖”的人的“天性”[3](135)。第四类，是《故

乡》中的“我”和宏儿两个“离乡者”。宏儿是鲁迅小

说中唯一没有受到摧残而且走出故乡 的孩子。“我”

在别了故乡 20 余年后，发现自己虽不过也是“辛苦辗

转而生活”，但与闰土相比，“我”已能意识到旧的生

活方式的残暴、对生命的扼杀，开始反省、探索、思

考一种“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而闰土

依然“辛苦麻木而生活”。 
以艺术的方式思考孩子的成长及其命运，《故乡》

在鲁迅的小说中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惟其在“我”

和闰土一家三代人身上有着相对完整的成长历程和 
不同的命运，更能体现鲁迅对于人的成长的悲剧性问

题的思考。作为孩子而言，“我”、闰土、水生、宏儿

都是快乐的。但到中年以后，“我”和闰土，一个是“辛

苦辗转而生活”，另一个是“辛苦麻木而生活”。其间

的差别是，“我”已意识到要寻求一种新的生活，而闰

土却还在麻木地重复着上一代人的生活。当闰土从身

后拖出水生，让他给“老爷”磕头时，“我”看见的“正

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而此刻“我”面前的闰土，已

由紫色的圆脸变为灰黄，而且加了很深的邹纹，眼睛

也像他父亲一样，肿得通红。“我”何尝不会推想，“廿

年后”的水生，又是一个面色灰黄、“辛苦麻木而生活”

的中年闰土。在“我”的幻象中，闰土和他的上下两

代人的形象的瞬间重迭，不正揭示了生命的毫无进步

可言的重复、萎缩、“停顿”。“我”现在虽也“辛苦辗

转而生活”，但毕竟意识到了要摆脱这种生命的“停 
顿”和重复，寻求新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宏儿

的离开故乡，也是“走异路，逃异地”，是对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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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反叛和对新的生命意义的追寻。 
(二) 父亲 
上举 17 篇小说中，写到 12 位父亲形象，其中 4

位死去了，其余 8 位中，写得较为具体的是华老栓、

七斤、中年闰土和四铭。这 4 位父亲，前三者是朴实

而麻木的农民，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

痛笔触，描写了他们辛苦而麻木的生活，希望他们能

够成为觉醒的人，但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希望的渺 
茫。而对于以卫护圣道自居的四铭，鲁迅则予以猛烈

的抨击和鞭挞。如果说华老栓、七斤和中年闰土，是

在无知和愚昧中不自觉地延续着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家

庭关系、父子关系，那么，四铭这个貌似新派的卫道

者，则是自觉地鼓吹、宣扬残忍的封建礼教。他要儿

子学程以“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自己情愿

饿肚子”的孝女为榜样，说明他还没有将子女当作一

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而仅仅将他们看作将来替自己尽

孝和报恩的工具——“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

理该做长者的牺牲”。 
 

二、鲁迅个人经历对其小说中父子 
关系描写的影响 

 
鲁迅对家庭问题、父子关系、孩子命运的思考，

见诸他成年以后的小说和杂文。但他早年的阅读经验

和生活体验，无疑是引发他思考此类问题的内在动 
力。一旦现实中的某种境遇触动了他，这些潜伏着的

童年记忆便会浮现出来，成为他进行艺术创造的激情

和批判现实的依据。我们今天阅读鲁迅，依然能感觉

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伤痛、悲愤和震惊。 
《二十四孝图》是鲁迅童年时曾经渴望得到的图

画本子，但他看了之后却是对“想做孝子”的完全绝

望和扫兴。他说，其中最使他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

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我至今还记得，

一个躲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

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这次阅读经

验，使传统的非人道的所谓“孝道”，在鲁迅的心里崩

塌了，从而在他的心里，播下了对于虚伪、野蛮的伦

理关系反叛的种子。 
现实生活中，鲁迅和父亲的关系，见诸文字的并

不多，但颇能显示鲁迅独到而大胆的思考、直面人生

的勇气和锐利的批判锋芒。鲁迅在《〈呐喊〉自序》和

《父亲的病》中都写到父亲的病故，但那都是出奇冷

静的叙述。父亲的病故只不过确证了世态炎凉和中  
医昏庸。在朱自清的笔下，父子之间一次寻常的离  
别，写得那样让人潸然泪下；而鲁迅即使写父亲的病

故，却依然是那样的克制。是理性的批判淹没了丧父

的伤痛，还是鲁迅成年以后回首这段人生时，就本来

不再感到丧父之痛呢？笔者认为，至少是在理性的层

面，他超越了封建的忠孝伦常观念。一旦他看清了过

去父子关系中被温情掩盖着的虚伪而血腥的一面，他

将不再掩饰自己的憎恶。《五猖会》中，鲁迅就写了他

在童年时所遭遇的一次“精神的虐杀”：有一次他要到

东关去看五猖会，临行前父亲突然要他背诵《鉴略》，

背不出，就不让他去。已过不惑之年的鲁迅，回忆起

这段往事来，那笔端流露的令人窒息的沉重，使我们

仿佛依然还能看见他那未被时间愈合的伤口。 
笔者想，鲁迅作为一个从旧家庭的父子关系中成

长起来的人，当他成年以后，再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他

的成长历程时，那些积淀在记忆中的生命体验，无疑

会融化在他的作品中。唯其如此，其作品才能以血肉

丰满的感性魅力震撼读者的心灵。 
正是鲁迅对旧家庭中孩子的遭遇、父子关系的这

种深刻体验，使他在思考“救救孩子”这一改造国民

性的问题时，更为关注孩子们精神上的病苦，并以血

肉丰满的感性形象和严密的理性思辨，为我们展示了

造成孩子精神上诸多缺陷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将“救

救孩子”的实现，最终指向了“人的觉醒”和“人”

之父的出现。 
 

三、救救父亲—“我们现在怎样 
做父亲？” 

 
鲁迅对孩子现实命运的思考，既见之于其小说的

形象描述，又见之于他更为理性的分析。他说：“中国

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

不才。虽然‘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

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

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4](295)鲁迅小

说中孩子命运的基调是黑色的，这反映了鲁迅对“救

救孩子”这一历史课题的悲观情绪，而这种悲观是基

于他对闰土、四铭们的清醒、深刻的认识的。《狂人   
日记》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笔者曾反复琢磨过这个结尾，不论是作为小说叙

述者的鲁迅，还是小说主人公的“狂人”，就他们对中

国历史吃人本质的认识而言，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没

有吃过人的孩子”几近于无，“或者还有”云云，是鲁

迅“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

驱”。是“决不能以我之所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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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可有。”[5]但笔者仍然觉得这呐喊是“悲哀”①的，

这“悲哀”源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和体    
验。这也是鲁迅之所以没有在他的小说中以廉价的乐

观，给孩子们预约一个光明的黄金世界的原因。如果

没有父亲们的“觉醒”，“救救孩子”的呐喊是容易流

为空喊的。鲁迅说，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

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它需要我们一面清结旧帐，

一面开辟新路。 

继 1918 年 4 月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

的呐喊之后，鲁迅又分别于 1918 年 9 月、1919 年 1
月、1919 年 2 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随感录二十

五》《随感录四十》《随感录四十九》等杂感，探讨孩

子的“解放”和父亲的资格及父子关系等问题。尤其

是他发表于 1919 年 11 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

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对于从来认为神圣

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声言  
“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

这么多的文字探讨这一问题，足见鲁迅对这一问题思

考的深度和广度。鲁迅并未停留在“救救孩子”的呐

喊上，他深知在当时的社会里，孩子们还缺乏自救的

能力，所以，“反抗”和“出走”不曾出现在他的小说

里。②那么，拯救之道何在呢？由谁来救孩子并且怎么

救呢？鲁迅的这几篇文章，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

回答。 
在鲁迅看来，中国的孩子，之所以“大了以后，

做不了人”，是因为中国的父亲中旧习惯旧思想—父 
权思想—的毒太深了。他们将子女看作自己的占有物，

“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

便不但破坏了父子之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

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3](133)他认为中

国的父亲，“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而不是‘人’的

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4](296)

他们精神上的种种缺陷，使他们不具备作父亲的资格，

这样的人，“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

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3](134)那么，什么样的人

才是合格的父亲呢？鲁迅认为，合格的父亲，他们“要

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

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

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3](136)。这就是鲁迅所说

的“‘人’之父”“觉醒的人”。正像“狂人”一样，他

们不仅要具备反思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更要具备反思

自我的意识和能力。只有通过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觉

醒，才能使他们获得首先是作为“人”的父亲的资格。

可见，鲁迅是把“人”的资格的获得，作为“救救孩

子”的先决条件的。他们要觉醒到自己作为父亲和孩

子都是平等的人、独立的人。父亲对于孩子并没有绝

对的权力和威严，祖父子孙，每个人都是“生命的桥

梁的一级”“过付的经手人”。所以，“此后觉醒的人，

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

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作

幼者本位的道德。”[3](132)“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

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130)既然中国旧的家庭

关系父子关系已经崩溃，就应该建立一种新的父子关

系： 

老的让开着，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

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

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 

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

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

做了。[6] 

 

四、结语 

 

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从对国民性批判的角度描写

了孩子们的各种不幸和病苦，发出了“救救孩子”的

呐喊，并探索一种理想的、适合人的自然天性的生存

状态和基于自我觉醒的自主、自立的新的人生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未停留在“呐喊”上，而是由此

去思考由谁以及怎样去“救救孩子”等更为关键的问

题。鲁迅认为，如果要“救救孩子”，首先是“父亲”

要取得“人”的资格——既能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生

命意义和价值的人，同时也能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和

意志自由，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人看待。在某种意义

上说，这也是鲁迅对启蒙者提出的自我启蒙的要求。

只要我们还要作父亲，只要我们还要启蒙，我们每一

个人就不得不首先思考，自己是否有资格启蒙？这就

是鲁迅小说中的孩子留给我们的思考。 
 
注释： 
 
①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

是可憎或是可笑, 那倒是不暇顾及的; 但既然是呐喊, 则当然须

听将令的了, 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笔……。” 
②《故乡》中的“我”是“逃”异地, 宏儿是被“我”“带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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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hocking brushwork, he described the miserable destiny and the spiritual pain of children in his novels.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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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far beyond the common people. He summarized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these morbid children as the old family ties and the old father-and-son relationship.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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